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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把信息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

人的交际系统。这些信息丰富而且多层次，但

经过发音系统的编码后，听者能够轻松的解码。

这些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甚至不值一提的事

实，却正是言语发音功能观的前提，而言语发

音功能观又是平行编码及目标趋近（PENTA）
模型（Xu, 2005）的基础。因此，PENTA是一
个研究韵律是如何用一个由神经控制的生物

力学系统有效地传递多层次信息的理论。换言

之，PENTA是关于韵律如何作为交际系统来操
作，如何可以习得，并如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演变的理论模型。因此，PENTA的使命不同
于那些致力于直接诠释韵律形式的理论。它首

先关注的是运作过程本身，而把韵律形式当作

操作过程的副产品，而非最终目标。 

%"&'() 
PENTA 模型远远不止关注上述的基本事

实，还提出了若干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音节

同步、循序目标趋近（PENTA的 TA部分）是
言语韵律的基本机制，通过该机制，信息编码

才能得以实施。第二个假设是，通过相互平行

的编码方案 (encoding scheme)，而不是通过一
个等级结构，韵律能够同时传递多层信息

（PENTA 的 PE 部分）。第三个假设是，编码
方案的语音部分是由参数控制的，而不是由抽

象符号来规定的。鉴于目前这些都是假说，每

一个都需要独立论证。我们将在下面对 PENTA
模型作简要介绍后一一展开论述。 
图 1 是 PENTA 模型的通用图式。该模型

不仅适用于韵律，也适用于言语的其它方面

（Xu & Liu, 2012）。左起的第一个模块代表由
言语传递的交际功能。图中这些交际功能以非

等级性排列，由此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行

的。第二个模块代表与交际功能对应的编码方

案。该图式清晰地表现出，交际功能并不直接

控制表层的声学特征，而是要借助于一系列特

定的编码方案来实现。这些编码方案可以是高

度程式化并随语言而异的，也可以是逐步变化

和普遍通用的。第三个模块代表了由编码方案

所决定的发音参数，这些参数控制着第四个模

块所代表的目标趋近的生物力学发音过程。该

过程最终生成表层声学参数。 

 
! 1. PENTA"#!$(Xu, 2005; Xu & Liu, 2012; Xu & Wang, 2001) 

图 1最右边模块所描述的 TA模型，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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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音节都被赋予有音高和斜率值的底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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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目标。因此，表层曲线体现了循序趋近一系

列目标的结果，每个目标与一个音节同步。在

相邻音节的边界点，前一音节的最终发音状态

会传递到下一音节。这种传递常常会导致某一

转折点处表层对齐的延迟。因此，此模型并不

对表层转折点的时间对齐作明确规定。 

2.1!"#$ 

和整个理论一样，PENTA的发声部分也是
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最基本的一个事实

是，人们需要用不同的发音状态来代表不同的

韵律成分（因为信息必须用不同的表征来编

码），这样必然会导致不同发音状态之间需要

有过渡动作，而每一个过渡动作都需要时间。

因此，针对这些过渡动作，需要回答两个实证

性的问题：A）每一个过渡动作需要多长时间？
若所需时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从理论上来讲，

就没必要太在意。B）过渡动作的方式是什么
样的？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解释很多表

层声学特征的细节。第二个基本事实是，生成

F0 曲线的喉部运动必须和生成音段的喉部以
上发音器官的动作同时发生，并且彼此之间必

须及时协调。基于此，另外两个需要回答的实

证性问题是：C）时间协调的基本机制是什么？
D）在协调过程中，说话者有多少自由度？ 
关于问题 A，即 F0运动需要花多长时间，

实验结果（Sundberg 1979, Xu & Sun 2002）表
明，由于喉部状态改变而导致 F0运动所需的时
间不容忽略。实验发现 F0运动的范围和完成该

运动所需要的平均最短时间有以下类线性关

系：   
上升:  tr = 89.6 + 8.7 d     (1)  
下降:  tf = 100.04 + 5.8 d   (2) 
其中，d是 F0（半音）的变化幅度，t是时

长，以毫秒（ms）为单位。这两个公式表明，
无论升调还是降调，即使最微小的音高运动也

需要大概 100 ms。假定平均语速为每秒 5-7个
音节，那就意味着每个音节时长大概为 143-
200 ms，所以每个音节时长的一大部分都必须
用于音高过渡。 
至于过渡动作的方式（问题 B），对汉语连

续语流中字调的系统研究为其提供了关键的

线索。如图 2所示，当一个声调前面有不同声
调时，其 F0曲线会呈现逐渐趋近一个符合其底
层特性的线性曲线：阴平（H）为高平，阳平
（R）为上升，去声（F）为下降。因此，声调
之间的语音过渡动作可以描述为向底层目标

的趋近。（Xu & Wang, 2001） 
关于喉部和喉部以上发音器官动作时间

协调的基本机制（问题 C），图 2提供了相关线
索。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声调在不同声调后的差

异在音节首最大，音节末最小，表明朝向本声

调目标的动作起始于音节首，结束于音节末。

因此，声调的目标趋近动作可视为与音节同步。

换句话说，每一个目标趋近动作都发生于载带

该调的音节。这些观察形成了 PENTA 模型关
于生成 F0的基本发声机制的核心假设，即音节
同步、循序目标趋近。(Xu, 2005) 

 
! 2:%&'()*+,-.'(/012345678, F09:/;<=“>?/@/A/B CDE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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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本发音机制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1. 每个音节都有音高目标，2. 音节同步、
循序目标趋近。每个音节都有音高目标意味着，

即使看起来好像有一条能够涵盖不只一个音

节的整体曲线，每一个音节还是需要被赋予一

个音高目标。这一论点是基于发声学的考量。

如图 3所示，首先，先生成一个没有音高的音
节（左下图）和一个没有载体的 F0曲线（左上
图），然后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声

学表层波形（右图），这在物理上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也可以想像左上图的 F0 曲线和左下图的
共振峰轨迹先在大脑中形成，然后在发音过程

中如实地实现，但是如上所述，在音高变化最

大速度的限制下，理想音高目标之间的 F0过渡
速度相对于音节较为缓慢。共振峰的变化也呈

现出同样的趋势（Cheng & Xu, 2013）。由此，
图 3 中 F0和共振峰的曲线很大程度上是物理
惯性的产物。然而，假如这种语音过渡是大脑

发出的生成 F0和共振峰的指令，并传递给发声
肌肉，那么惯性效应就会发生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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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音表层连续 F0曲线的生成不太可
能独立于音段而只是在发音过程时加入到音

段丛中。相反，更有可能的是，在操控层面，

每个音节都已被赋予所有相关的底层发音目

标，包括音段目标、音高目标、甚至发声型目

标（即嗓音型）。图 4（左）展示了音高和共振
峰模式。这里的共振峰模式代表底层目标的声

道形状。然后，发音过程同时通过目标趋近（右

上）循序产出所有这些目标。最后，通过生物

力学过程生成连续的表层 F0和共振峰轨迹（右
下），这两者构成了绝大多数朝各自对应目标

的过渡。因此，每一个音节在发音之前，都必

须被赋予作为发音系统的控制信号的音段和

超音段目标。重要的是，惯性作用只会发生一

次，即在言语产生链的最后一个阶段——发音
实施阶段。

 

 
! 4.uv! 3-.;<,ÜáàâUm(q)rYyz(+)äã.}\q_väãåç(TA)"# (Xu & Wa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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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音节都有音高目标的论点还有进

一步的支持，即英语中不仅仅是重读音节，还

有非重读音节，以及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都有

具有功能对立的音高目标。例如，在英语中，

当一个单词成为句子焦点时，词内重读音节后

的非重读音节主动降低音高，让它们属于焦点

后的时域。但是，音高降低的速度没有在焦点

后重读音节中那么快（Xu & Xu, 2005）。这表
明非重读音节被赋予了焦点后目标，但该目标

的趋近力度较弱。这与声学分析（Chen & Xu, 
2006; Xu & Xu, 2005）和计算机建模（Liu et al, 

2013; Xu & Prom-On, 2014）中的发现一致。这
种力度较弱的目标趋近，可以解释英语中非重

读音节、以及汉语普通话轻声中音高的明显多

变性（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目标）。  
音高产生机制的另一个假设是目标趋近

动作的音节同步。也就是说，喉部和喉部以上

发音器官运动在发出音节时是同步的（Xu & 
Liu, 2006, 2012）。该假设不仅受到如图 2所观
察到的结果的启发，同时还受到肌动系统只有

通过同步功能才能快速协调多个动作这一发

现的影响（Kelso, 1984; Kelso，South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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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 1979; Mechsner et al., 2001）。这种同
步制约可进一步归因于肌动控制的一个基本

难题，即如何应对肌动系统的多维性（Bernstein, 
1967; Latash, 2012）。Bernstein（1967）提出，
这个难题可以通过在动作习得的过程中，对自

由度（DOF）进行功能性限制来缓解。对自由
度（DOF）的限制类似于在一个方向盘的控制
下，所有的车轮都围绕特定轴线旋转，使得车

轮的运动完全同步，自由度融为一体。就语音

而言，音节实际上是一种生物进化形成的肌动

同步机制，用于实现多个动作同时编码。根据

音节的时间结构模型（Xu & Liu, 2006, 2012），
所有发音目标的趋近动作在音节首同步起始，

只不过首辅音的动作结束于元音和喉音动作

完成之前。 
当前版本的 TA 模型仍存在一些问题，特

别是通过 qTA (Prom-On et al., 2009)进行的量
化建模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第一个

问题是目标趋近在动态目标上的延迟现象。研

究发现，在汉语普通话中，如音节时长过长，

阳平和去声的最终音高斜率仍会保持不变（Xu, 
1998, 2001）。英语双元音中的共振峰轨迹的最
后斜率也有类似的现象（Gay, 1968）。一种可能
的发音机制是，发音人有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调整他们的发音力度以保证在音节结束时达

到一致的运动速率。但这一机制还没有在当前

版本的量化目标趋近模型（qTA）中得到运用。 
第二个问题是同一音节内有可能有两个

连续音高目标。例如，普通话中的上声表现为

一开始是低降，随后上升。虽然整个曲线看起

来像阳平（也是先有小幅下降然后上升），但是

当上声后有其它声调时，其上升的调尾会完全

消失。因此，上声的调尾是可有可无的，其底

层目标不太可能与阳平相似。相反，单念的上

声可能是在低目标后跟着一个中高目标或上

升目标。一个音节中这样的连续目标仍将遵守

同步制约，因为第一个目标的起始音和第二个

目标的结束音分别与音节的起点和终点保持

一致。与延迟的目标趋近一样，连续目标也尚

未在 qTA中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低调后反弹现象。也就是说，

在一个音高非常低的声调后面的（若干）音节，

其 F0有时会先“弹起”然后再回归正常。如果低
调后的声调调值较弱，比如轻声（Chen & Xu, 
2006），这种反弹现象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随
后的声调不是弱值，这种反弹效应只有在低调

位于焦点时才能观察到。我们推测这种反弹是

由于喉外肌（包括主要在降低音高时起作用的

胸舌肌、胸甲肌、甲舌肌）突然停止收缩时，

环甲肌（唯一能拉长声带的肌肉）(Zemlin, 1988)
仍在收缩，导致声带紧张度突然增加，从而使

肌肉对抗暂时失去平衡。通过增加低调向后面

声调的状态转移值里的 F0二阶导数，我们已经
能够模拟低调后的反弹。这一模仿机制已能良

好运行（Prom-on et al., 2012），但还尚未被纳
入 qTAtrainer或 PENTAtrainer中。 
与低调后反弹密切相关的是第四个问题，

低调前抬高（pre-low raising, 或 anticipatory 
raising、anticipatory dissimilation、H raising），
即带有低音成分的声调或音高重音导致前面

音节的音高提升（Connel & Ladd, 1990; Hyman, 
1993; Gandour, Potisuk & Dechongkit, 1994; 
Laniran, 1992; Laniran & Gerfen, 1997; Lee, Xu 
& Prom-on, 2017; Xu 1997）。鉴于在许多彼此
毫无关联的语言中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可能

是一个普遍的发音机制，尽管其确切性质尚不

明晰。我们目前认为，低调前抬高是在为 F0的
急剧下降做准备，类似于人们在远距离投掷时，

要先将手臂向后拉。低调前抬高也没有直接在

qTAtrainer模型或 PENTAtrainer中模拟。不过
可以通过让声调的音高目标以下一个声调为

条件来部分模拟该效果。 
最后，众所周知，在阻塞辅音后，F0在嗓

音起始时会有暂时性的波动（大部分是向上波

动）(Hombert, 1977; Silverman, 1986)。波动包
括非常短暂（持续约 30 毫秒）的空气动力效
应（Löfqvist & McGowan, 1992; Xu & Xu, 2003）
和较长时间的声带紧张度效应（Stevens, 1998; 
Xu & Wallace, 2004）。同样，这些机制尚未纳
入我们的计算机模型。然而，qTAtrainer 和
PENTAtrainer都允许（实际上是建议）用户将
整个音节，包括所有的清辅音，设置为目标趋

近域。与把目标趋近域局限于韵母相比，运用

此策略生成的 F0曲线更接近原始曲线（Xu & 
Prom-on, 2014）。 

2.2 %&'(  

同样，遵循从基本事实出发的原则，我们

首先认识到语言中的许多意义是通过韵律表

达出来的。但这些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

是如何通过韵律编码的，这些问题还悬而未决。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意义是直接编码的，

还是通过韵律音系这个中介编码的。对此我们

有必要追溯到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观点（de 
Saussure, 1916）。索绪尔的观点强调了需要把
意义和意义的载体（这些载体本身没有意义），

即所指和能指区分开来。因此，言语中的语言

单位是能指与所指或功能与形式的结合。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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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已经深植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很多

方面，但韵律研究碰到的困难表明，理论上还

需要进一步清晰化。首先，在包含所指—能指
这一硬币的两面中，所指—交际功能，或能指
—语音形式，谁该为韵律范畴提供基本定义？
对于词的定义，这并不是难题，因为分别词项

比较容易，其功能与形式的结合一目了然。然

而，在韵律中，功能与形式的结合难以清晰界

定。在这种情况下，在定义韵律单位时，是应

该首要考虑功能还是形式？PENTA 和其他一
些以功能为导向的模型（如 Bailly & Holm, 
2005）一样，都认为当拿不定时，应该是以功
能而不是以形式为界定韵律单位的最后准则。 
韵律研究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它所传达

的意义的多样性，这也是经典的索绪尔观点无

法轻易解释清楚的。例如，在类似于汉语普通

话或瑞典语等声调语言中，或像日语那样的音

高重音语言中，音高用于形成声调或音高重音，

从而区分音段相同的单词。但是，音高同时也

用于编码焦点，强调话语中的特定成分

（Bolinger, 1972），以及编码句子类型，表达
陈述与疑问之别（Eady & Cooper, 1986）。因
此，很难以形式优先的方法通过直接观察基频

来确定哪些部分各自对应这三个意义的能指。 
基于我们对这些固有困难的认识，PENTA

模型的研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我

们一直致力于一次只确立一个功能—形式的
结合：从合理清晰地定义每个功能开始，然后

通过实验发现（或排除）语言编码每个功能的

韵律手段。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与词项

的语音编码不同，韵律手段并不一定是各自占

据一个独立的时段，而常常是修改某些已被其

它功能规定了形式的单元。例如，声调已经规

定了音节音高曲线的基本形状。因此，焦点和

句子类型只能通过用各种方式修改这些基本

形状来编码。 
其次，由于韵律研究中功能与形式关系的

模糊性，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验来发现每一

个交际功能在韵律中编码的确切方式，而不是

通过纯理论的推论或概念假设。对于每一个功

能，都首先确立可靠的方法来诱导功能的发生

 
!  I 2 $JKLMNO%PQRS ProsodyPro TUVW*ProsodyPro $XYZ[ Pra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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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www.homepages.ucl.ac.uk/~uclyyix/FormantPro/)9Dk[lmnopqrst%uvwx9yzwx:gh)i
{|wx},* 

并控制其范畴化的对立。并在做好必要的准备

工作后（包括最小对比对，以及重视细节等），

开展实验，进行录音，并分析功能对立的语音

实现（Xu, 2011a）。 
我们尤其是采用了一种能够详细且系统

地比较连续的 F0曲线的方法（Xu 2011a，2013）。
该方法的关键在于提取时长归一化以后的连

续 F0曲线。时长归一化是在每个单元内等时取
数量相等的 F0值。例如，在提取音节的 F0时，
对同一音节的多次发音取时长归一化的 F0，这
样甚至可以将不同发音人的时长归一化 F0 进
行平均，以消除可能掩盖共同特征的个体差异。

例如，图 2中，因为把相同声调在不同语境中
产生的变体的完整轨迹放在一起直接比较，图

里的 F0 均值曲线可以清楚地呈现出声调实现
的目标趋近特征。① 
这些策略还有助于观察 F0 如何能够同时

编码多种交际功能。如图 5和图 6所示，在汉
语普通话和英语中，焦点和句型可以通过修改

局部 F0 曲线的高度和形状在声调和词重音的
辨词功能之上实现。这些句子，无论是陈述句

还是疑问句，都以焦点位于句首（只在图 5），
句中和句末的形式说出。如图所示，焦点和句

型的 F0 模式体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
声调或词重音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 

1.焦点的一大特性就是有明显的焦点后音
高位移，位移的方向与句型和语言均相关。在

汉语和英语的陈述句中，焦点后调域都是下压。

在疑问句中，英语上升，汉语下压，但汉语疑

问句中的下压趋势比陈述句稍缓，因此，我们

依然能根据焦点的声学表现区分出汉语的陈

述和疑问句。 
2.在英语中，焦点、句型与词重音相互作

用而决定音节音高目标的微观特性。词末焦点

重读音节的目标斜率在陈述句中为降，疑问句

中为升（job in b, d）；非词末焦点重读音节的
目标斜率在陈述句和疑问句中均为升。 

3.在汉语中，句型的作用从焦点处开始显
现。但在句末，即使是无焦点句也能观察到句

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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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音实验确立编码方案的原则还让我

们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韵律功能都必须主要

由 F0编码。例如，边界标记、分组或短语划分
的功能主要由时长来标记（音节和停顿的时

长）。一般来说，边界前时长增加意味着两个相

邻组间相隔更大（Wagner, 2005; Xu & Wang, 
2009）。在句末时，单词时长呈指数性增长
（Yuan, Liberman & Cieri, 2006）。进一步的假
设认为，音节时长与无声停顿二者结合，成为

用时间距离来编码关系疏密的指标（Xu, 2009）。
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表明，情感、态

度和嗓音吸引力，由音高、频谱密度、嗓音型

和语速等通过一套生物信息维度与其它纯语

言的功能平行编码（Chuenwattanapranithi et al., 
2008; Hsu & Xu, 2014; Liu & Xu, 2014; Noble & 
Xu, 2011; Xu et al., 2013a; Xu et al., 2013b）。 
还有很多其它交际功能也可能用韵律编

码，但正如 Xu（2011）指出的那样，概念上合
理的交际功能远远多于能达到一致性的编码

方案。具体的编码方案只能通过一个个的实证

研究逐渐形成。该策略的普遍性正是 PENTA
模 型 与 AM 理 论 最 不 相 同 的 地 方 。

Pierrehumbert（在本书中）对本章的评论里指
出，AM理论内在地用“少量的语调元素”“界定
了单词的语音实现与其意义之间的瓶颈”。但

这些语调元素都是从对 F0 曲线的直接观测中
得到的（Pierrehumbert，1980）。相比之下，
PENTA只是默认会有一些声学、感知和历史层
面的瓶颈阻止了许多交际功能韵律标记的形

成。但这些阻碍是否存在、以及它们的特性如

何只能通过受控的实验才能发现。因此，它们

不应该先验性地被规定为 PENTA 模型核心的
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PENTA模型中的
编码方案不是自由的，而是受限于实证研究发

现的语言事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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